


3

空軍學術雙月刊第620期

「人為因素分析與歸類系統（HFACS）」應用於飛行決策失誤之路徑分析

 
 

李文進　陳正中　李倫文　游重山

一、本研究以「人為因素分析與歸類系統（HFACS）」為理論架構，探討各層級變項影

響飛行決策的人為因素，發現飛行員之決策錯誤在HFACS十八個變項中肇生頻率

為最高，佔所有事件約70%，顯示決策錯誤在飛安事件人為因素中仍是首要關鍵因

子。

二、飛行決策與飛行技能一樣，是可經由訓練來教導、學習、與提升飛行員之決策品

質，且已有許多航空心理學家及人因工程學家均證實可以藉由訓練來有效率地提升

「飛行決策」能力 (Jensen & Hunter, 2002; Klein, 1993 & 1997； O'Hare, 2003; Patrick, 

2003; Prince & Salas, 1997)。因此，如何針對這些影響飛行安全之決策因素研擬相關

訓練策略，以強化飛行員的決策能力，乃是飛安管理及飛行訓練單位當務之急。

三、在HFACS理論架構中，影響決策錯誤的人為因素具有跨層次的直接與間接影響效

果，此與Wiegmann & Shappell（2003）所提出的HFACS理論「每一較高層級之變項

會直接影響下一層級的子項目」有更進一步的發現，因為從第四層級的組織管理階

層，到第一層層級的飛行操作行為，均有相互影響的複雜關係。

四、本研究除可提供軍、民航飛安及訓練業管單位與航空業界於運用HFACS做為飛行員

決策訓練時之參考外，對未來HFACS應用於失事調查與失事預防策略之研究，將更

具參考價值。

關鍵字：人為失誤、人為因素分析與歸類系統（HFACS）、失事預防、飛行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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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從1990年代初期開始，「人為因素分

析與歸類系統(Human Factors Analysis and 

Classification System, HFACS」就成為美國海

軍飛安事件做失事調查與分析肇始原因之理

論模型(Wiegmann & Shappell, 2003）；其相

關理論是根據Reason (1990)的「顯性與隱性

人為失誤」為基礎，所發展出架構完整且包

含組織管理到個別操作層級的飛安事件之人

為因素分析與歸類工具。由於飛安事件的發

生，多是涵蓋眾多顯性與隱性失誤的結果，

亦即由多面向多層次的複雜因素彼此相扣所

導致；因此，不論從組織管理階層到第一線

飛行員的人為因素，都為HFACS架構包含的

範疇。「人為因素」已成近年飛安事件調查

專家與研究學者關注的焦點，因為從失事調

查報告中發現不當的飛行決策(Aeronautical 

Decision-making, ADM)、態度、管理方式與

組織文化等常是飛安事件的主因(Diehl, 1991; 

Feggetter, 1991; Jensen, 1997, Klein, 1997)。

為有效預防飛行員因決策不當而造成的飛安

事件，本研究試以HFACS的理論為基礎，發

掘影響飛行員決策錯誤的人為因素，並喚起

航空界對飛行決策訓練的重視，因為良好的

決策能力是飛行素養的基本要求，與飛行紀

律、飛行技能、專業知識和對狀況的認知等

均具有相輔相成的緊密關係。因此，唯有提

供完善的飛行決策訓練課程，以提升飛行員

的決策能力，才能有效減少飛行違規行為，

進而確保飛行安全(ICAO, 2006)。

文獻探討

一、飛行決策相關研究

座艙中之飛行決策，是飛行員對自己、

飛機、飛行環境及飛行任務之認知與分析

比較所有可能之替代方案的過程，俾需要時

能做出正確與及時之反應，以確保飛行安

全 (Diehl, 1989; Jensen & Hunter, 2002)，此

一複雜的認知過程，受到飛行狀況與操作

環境的影響甚鉅 (Payne, Bettman & Johnson, 

1988)，但似乎也只能分析到飛行員個人的人

為因素，並無法涵蓋到督導與管理階層的影

響所導致的飛安事件。因此，本研究為全面

瞭解影響飛行決策的因素，將以Wiegmann 

與 Shappell所提出的「人為因素分析與歸類

系統」，探討飛行決策錯誤在HFACS四個

層級、18個子項目中因果連動的關係。為有

效及安全的執行飛行任務，不論是軍航或民

航飛行員，都必須在時間緊迫的情境下解決

非預期及不確定的問題(Orasanu & Connolly, 

1993)，其中所牽涉的複雜心理機轉，不只

是單純的飛行技術表現而已，更涉及到狀

況警覺與風險管理之複雜的飛行決策問題 

(Endsley, 1993 & 1997; Prince & Salas, 1993)。

飛行員從執行例行飛行任務所使用的簡單規

則與程序(SOP)，到遭遇複雜的緊急情況，所

做的各種緊急處置幾乎均與飛行決策有關。

由於大部分的飛行決策均被轉化為程序化設

計，將飛行任務的操作步驟加以明確律定，

以幫助飛行員能迅速針對各種緊急狀況做出

最適切的反應。然而飛安事件的發生，卻往

往出現在飛行員無法確認或誤判所面臨的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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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而採取不適當的操作反應或不採取反應。

美國航空心理學家Jensen及Benel（1977）發

現，在1970到1974年間，飛行員因決策錯誤

導致了52%的重大飛行意外（致命）及35%

的意外事件（非致命）；航空安全專家Diehl

（1991）也發現，美國在1987到1989年間，

「飛行員決策錯誤」分別佔了民航意外事件

的56%及軍航意外53%；上述研究結果，均顯

示出「飛行員決策錯誤」已成為航空意外的

重要因素（Diehl, 1991; Jensen, 1997）。

二、人為因素分析歸類系統（HFACS）理論

「人為因素分析與歸類系統」理論乃

以人因觀點，將飛安事件中的人為因素區分

為四個層級、18子項目，且依Wiegmann 與 

Shappell研究，每一較高層級均會直接影響下

一層級的各個子項目（如圖一）。

層級一－「不安全的操作行為」：

這是大多數飛安事件的焦點，是所謂

圖一　HFACS四個層級、十八個子項目分類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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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顯性失誤」，因為飛行員的操作行為與

決策直接影響到飛安事件的發生，而此層

級包含「錯誤」和「違反規定」二大類，

計有「決策的錯誤」、「技術（操作）的錯

誤」、「知覺（感官）的錯誤」及「違規

（例行、特殊）的錯誤」等四個子項目。

層級二－「不安全操作的前置狀況」：

這個層級指出事故的潛在導因與明顯

的錯誤，包含了「顯性失誤」與「隱性失

誤」，同時也詳細說明了操作者（飛行員）

不安全的操作之背景因素，包括「不佳的心

智狀態」、「不佳的生理狀態」、「生理／

心理的極限」、「組員資源管理」、「個人

的準備狀況」、「自然的環境」及「技術的

環境」等七個子項目。

層級三－「不安全的督導」：

這個層級針對導致飛安事件的「隱性失

誤」，主要聚焦在較高階的督導者，以發掘

出導致「不安全操作的前置狀況」的潛在原

因，計有「不充分的督導」、「未計畫周詳

之飛行任務」、「未能修正已知的問題」及

「違規的督導」等四個子項目。

層級四－「組織（管理）的影響」：

此層級檢驗的重點圍繞在最易被忽略

的高階管理階層，且此層級潛在的「隱性失

誤」亦是最難發掘的；因為能直接影響督導

階層與操作者執行任務的潛在因素與決策，

幾乎都與組織的管理、人事獎懲制度、人員

之考訓與篩選有關，其中包括三個子項目：

「資源管理」、「組織氣候（文化）」與

「組織運作」。

有關上述HFACS理論架構，主要在發

掘飛安事件的人為因素及較高層級項目對

較低層級項目的影響，其中，層級一-「不

安全操作行為」的「決策錯誤」是為本研究

主要焦點。就HFACS所定義的決策錯誤意

涵，是指發生在既定的飛行規範準則內方能

成立，且多與「程序性的錯誤（Procedural 

errors）」、「不良的選擇（Poor choices）」

與「問題解決錯誤（P r o b l e m  - s o l v i n g 

errors）」等三類有關，通常包括不適當的演

練、程序不瞭解、對飛機各系統的知識不充

分、信心超過能力、對緊急狀況的處置不恰

當等（Wiegmann & Shappell, 2003）。由於

「層級一」是屬第一線飛行員的操作行為，

是最直接也是最容易觀察到的人為因素，但

是每件飛安事故的發生原因，往往由一連串

環環相扣的人為因素所導致（Wiegmann & 

Shappell, 2001），因此，本研究乃著眼於層

級一之「決策錯誤」如何受到層級二、三、

四各子項目的影響，藉以研擬相關飛安預防

策略，提供飛安管理單位與航空業者參考。

研究方法

一、研究事件

本研究以1999至2006年行政院飛安委

員會所公布的41件飛安事件為研究題材，

且均符合國際民航法規 (第九版 )附錄13所

定義的飛安事件的標準（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2006）。此41起事件共有24種不

同機型，包含民航噴射客機（Airbus A300, 

A320; Boeing B737, B747; McDonnel-Douglas 

MD11, MD80s, MD90s）、私人噴射客機

（Bombardier BD700）、螺旋槳飛機（A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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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DASH-8; Fokker 50）及民用直升機（Bell  

206, 430, UH-1H; Boeing 234; Eurocopter 

BK117）等，上述資料均公布在飛安委員

會官方網站(http://www.asc.gov.tw/asc_en/

accident list_1.asp)。

二、研究程序

在評量前，先由研究者說明及講授有關

HFACS理論內涵，以確認二位專家對 HFACS 

的分類標準有共同程度之理解後，始由二位

專家依據HFACS之18個子項目定義，就41件

飛安事件調查報告，進行個別、獨立判斷、

分析與歸類各飛安事件的人為因素，且不計

算累計次數。

三、資料編碼與統計分析

針對專家評量所分析的結果，採類別變

項「有（1）、無（0）」方式編碼，為避免

二位專家過度描述單一子項目在每個事故中

之比重， HFACS 的每一子項目在一起事故

中最多僅被計算一次，即每一子項目在每一

飛安事件中最多僅出現一次。此外，透過統

計分析工具（SPSS 13.0版），計算「41起飛

安事件在HFACS架構之人為因素發生頻率」

及檢驗「HFACS每一較高層級預測『決策錯

誤』的解釋力（Goodman & Kruskal τ係數）

及勝算比（odds ratio）」，以瞭解影響「決

策錯誤」的直接與間接影響效果。

研究結果

一、HFACS人為因素發生頻率及百分比

研究結果發現，在41起飛安事件中， 

HFACS的18個子項目以層級一的「決策錯

誤」及「技術操作錯誤」各計有29件，佔

70.7%為最高，其次為層級一的「違規錯誤」

及層級二的「組員資源管理」各有28件，佔

68.3%次之，層級三的「不充分督導」有26

件，佔63.4%再次之，依序為組織運作、違規

的督導、資源管理、知覺感官錯誤、自然環

境、未計劃周詳之飛行任務、未能修正已知

的問題、不佳的心智狀態、組織氣候、個人

準備狀況、生理／心智的極限、技術的環境

及不佳的心理狀態（如表一）。

二、各層級變項對「決策錯誤」的直接影響

預測效果

由於預測變項及依變項均屬類別變項，

本研究乃採用「削減誤差比」（proportioned 

reduction in error, PRE）方式，以高層級的

類別變項去預測層級一「決策錯誤」的類

別變項所能夠減少的誤差所佔的比例，當

PRE值越大，亦即可削減的誤差比例越大、

兩個變項的關聯性越強，其中尤以Goodman 

& Kruskal所提出的τ係數為較嚴謹的關聯

係數，一般學術上分析不對稱關係時，τ係

數較能詳實反應兩個變項的解釋關係（邱浩

政, 2006）；另以勝算比（Mantel- Haenszel 

Common Odds Ratio）說明高層級變項（獨

變項）出現導致低層級（依變項）變項出現

的勝算（odds），是高層級變項（獨變項）

不出現、低層級（依變項）變項出現的多少

倍數，其值若達顯著差異（p<.05），再觀

察95%信賴區間（CI）的上、下限值是否包

含1，如果未包含1，則兩者勝算比有顯著差

異。

研究結果如表二所示，在第四層級變

項「組織運作」、第三層級變項「未計劃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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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HFACS高層級對層級一「決策錯誤」預測解釋力之直接效果摘要表

表一　HFACS各子項目發生頻率、百分比與信度摘要表

HFACS子項目 次數(序) 百分比% 評分者
信度

層級一

決策錯誤 29(01) 70.7% 82.9
技術操作錯誤 29(01) 70.7% 78.0
知覺感官錯誤 21(09) 51.2% 75.6
違規錯誤 28(03) 68.3% 80.5

層級二

不佳心智狀態 14(13) 34.1% 68.3
不佳生理狀態 1(18) 2.4% 95.1
生理／心智極限 7(16) 17.1% 80.5
組員資源管理 28(03) 68.3% 73.2
個人準備狀況 8(15) 19.5% 87.8
自然的環境 19(10) 46.3% 80.5
技術的環境 7(16) 17.1% 70.7

層級三

不充分的督導 26(05) 63.4% 70.7
未計畫周詳之飛行任務 18(11) 43.9% 68.3
未能修正已知之問題 15(12) 36.6% 73.2
違規的督導 23(07) 56.1% 68.3

層級四

資源管理 23(07) 56.1% 63.4
組織氣候 9(14) 22.0% 85.4
組織運作 25(06) 61.0% 75.6

HFACS較高層級對較低層級之預測效果 χ2 test τ係數(PRE)
Odds ratio 95%信賴區間

（CI）
層級4對層級1決策錯誤顯著預測項目 χ2 值 P值 τ值 P值

組織運作x決策錯誤 5.45 .020 .13 .021 5.25 1.23-22.39

層級3對層級1決策錯誤顯著預測項目

未計畫周詳之飛行任務X決策錯誤 8.72 .003 .21 .004 15.58 1.77-137.26

不充分的督導X決策錯誤 10.79 .001 .26 .001 11.50 2.36-56.15

層級2對層級1決策錯誤顯著預測項目

自然的環境X決策錯誤 6.01 .014 .15 .015 7.08 1.31-38.33

個人準備狀況X決策錯誤 4.11 .043 .10 .045 NC NC

組員資源管理X決策錯誤 20.88 .000 .51 .000 43.33 6.28-299.18

不佳的心智狀態X決策錯誤 8.80 .003 .22 .003 NC 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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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之飛行任務」、「不充分的督導」及第二

層級變項「自然的環境」、「個人準備狀

況」、「組員資源管理」、「不佳的心智狀

態」等7個變項，均可預測第一層級「決策

錯誤」，χ2=4.11至20.88（p<.05），顯示上

述7個變項與第一層級「決策錯誤」變項間

的反應具有顯著關聯，其方向性量數τ值介

於.10至.51（p<.05），可正確預測比例為10%

至51%之間；在勝算比分析方面，同樣發現

「上述7個變項出現相對於不出現的情況下，

對第一層級『決策錯誤』變項出現的機率介

於5.25至43.33倍之間」，解釋力路徑圖如圖

二實線箭頭所示。

三、每一較高層級對較低層級間接影響「決

策錯誤」的預測效果

研究結果如表三所示，發現第四層

級「組織運作」、「組織氣候」、「資源

管理」等三個變項對第三層級「違規的督

表三　HFACS高層級對層級一「決策錯誤」預測解釋力之間接效果摘要表

HFACS較高層級對較低層級之預測效果 χ2 test τ係數(PRE)
Odds ratio 95%信賴區間

（CI）層級4對層級3顯著預測項目 χ2值 P值 τ值 P值

組織運作x違規督導 20.25 .000 .49 .000 36.75 5.91-228.44

組織運作x未計劃周詳之飛行任務 15.11 .000 .37 .000 31.88 3.56-285.31

組織運作x不充分的督導 22.56 .000 .55 .000 49.83 7.35-337.91

組織氣候x違規督導 5.04 .025 .12 .027 9.07 1.01-81.15

組織氣候x未計劃周詳之飛行任務 5.37 .020 .13 .022 6.69 1.18-37.79

資源管理x違規督導 6.75 .009 .17 .010 5.67 1.47-24.89

資源管理x未計劃周詳之飛行任務 14.01 .000 .34 .000 18.29 3.28-101.86

資源管理x不充分的督導 12.52 .001 .31 .000 13.33 2.80-63.44

層級4對層級2顯著預測項目

組織運作x組員資源管理 4.06 .044 .10 .047 4.00 1.00-15.99

組織運作x個人準備狀況 6.36 .012 .16 .013 NC NC

資源管理x自然的環境 4.45 .035 .11 .037 4.04 1.07-15.27

層級3對層級2顯著預測項目

違規督導X 個人準備狀況 7.78 .005 .19 .006 NC NC

未計畫周詳之飛行任務X自然環境 8.64 .003 .21 .004 7.37 1.84-29.56

未計畫周詳之飛行任務X個人準備狀況 3.90 .048 .10 .050 5.25 .91-30.23

未計畫周詳之飛行任務X組員資源管理 6.29 .012 .15 .013 7.33 1.36-39.44

不充分的督導X個人準備狀況 5.73 .017 .14 .018 NC NC

不充分的督導X組員資源管理 8.74 .003 .21 .003 8.25 1.87-36.69

不充分的督導X不佳的心智狀態 4.56 .033 .11 .035 5.57 1.04-2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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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HFACS高層級變項對層級一「決策判斷錯誤」預測解釋力直接效果與間接影響路徑圖

導」、「未計劃周詳之飛行任務」及「不充

分的督導」等三個變項均具有預測效果；第

四層級「組織運作」、「資源管理」等兩個

變項對第二層級「組員資源管理」、「個人

準備狀況」、「自然的環境」等三個變項均

具有預測效果；第三層級「違規的督導」、

「未計劃周詳之飛行任務」及「不充分的督

導」等三個變項對第二層級「自然環境」、

「個人準備狀況」、「組員資源管理」及

「不佳的心智狀態」等四個變項均具有預測

效果；χ2=3.90至22.56 (p<.05)，顯示上述層

級變項間的反應具有顯著關聯，其方向性量

數τ值介於.10至.55 (p<.05)，可正確預測比

例為10%至55%之間，在勝算比分析方面，

同樣發現「較高層級變項出現相對於不出現

的情況下，對較低層級變項出現的機率介於

5.25至49.83倍之間」；上述較高層級變項對

低層級變項間接影響層級一「決策錯誤」的

預測效果，其路徑圖如圖二虛線箭頭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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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論

一、決策錯誤對飛行安全的影響

在41起飛安事件的分析中，層級一「決

策錯誤」在HFACS十八個子項目中發生的頻

率為最高，佔所有事件中70.7%，顯示飛行員

的決策錯誤在飛安事件人為因素中仍是首要

的關鍵；另外，在Li & Harris (2006) 的研究

中也發現，決策錯誤在HFACS其它子項目中

發生頻率最高，且佔所有事件42.6%；同樣

在李倫文等人（2008）的研究中也得到相同

的結果，此一研究結果再次證明「飛行員決

策錯誤」是為航空意外的重要因素，而且決

策錯誤幾乎都會肇生重大的飛安事件（Diehl, 

1991; Jensen, 1997）。

但是在飛行訓練的過程中，「飛行決

策」的訓練一直未受到重視，且飛行決策能

力往往被視為飛行時數的副產品（Buch & 

Diehl, 1984) ，而其所衍生的效應一直被低

估，甚至在許多失事調查報告中，因為飛行

員不適當的決策所造成的意外，常常被錯

誤解讀及歸類為飛行員的違規事件（李文進

等，2008）。由於決策是一個相當複雜的認

知過程，除受到個人的生理、心理、飛行狀

況及操作環境等因素影響外，更受到組織管

理與督導階層的影響；事實上，決策正如任

何飛行技能一樣，是可經由訓練來教導、學

習、發展與有效提升飛行員之飛行決策品

質，此已由許多航空心理及人因工程專家學

者研究證實(Jensen & Hunter, 2002; Klein, 1993 

& 1997； O'Hare, 2003; Patrick, 2003; Prince 

& Salas, 1997)。因此，如何針對這些影響因

素研擬相關訓練策略，以強化飛行員的決策

能力，乃是飛安管理及飛行訓練單位當務之

急。

二、HFACS上階層人為因素對決策錯誤的直

接影響效果

從表二研究結果發現，直接影響層級一

「決策錯誤」的人為因素，計有層級四「組

織運作」、層級三「不充分的督導、未計劃

周詳之飛行任務」及層級二「自然的環境、

個人準備狀況、組員資源管理及不佳的心智

狀態」等七個子項目，其中以層級二「組員

資源管理(τ =.51，p<.000)」預測解釋力最

高，其次為層級三「不充分的督導(τ =.26，

p<.001)」，雖然層級四「組織運作(τ =.13，

p<.021)」影響力較小，卻也凸顯出影響飛行

決策的因素，不再僅局限於飛行員個人的人

為因素，同時也涵蓋了督導與管理階層對決

策錯誤所導致的飛安事件。

另外，從圖二實線箭頭所示，影響決

策錯誤的人為因素具有跨層次的直接影響效

果，此與Wiegmann & Shappell(2003)所提出

的HFACS理論認為「架構中每一較高層級

均會直接影響下一層級的子項目」的論述有

更進一步的發現；有關跨層級的直接影響效

果目前並無相關研究文獻，但從本研究結果

顯示，在部分層級變項間的確存有跨層級的

直接影響效果，可見不論從組織管理階層到

第一線的飛行員的操作行為，彼此間的關係

是既緊密且複雜；例如民國89年10月31日深

夜，新加坡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47-400航機

(SQ-006)於桃園國際機場起飛時，撞毀於部

分關閉之05右跑道上。事故當時，機場正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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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象神颱風外圍之強風豪雨中，該機載有機

組員20人及乘客159人。強大撞擊力及隨後引

發之大火導致該機全毀，計造成83人死亡、

39人重傷。根據行政院飛安委員會調查報

告，事故當晚，新航飛航組員雖可藉由桃園

國際機場航圖、跑道及滑行道指示牌、N1滑

行道連至05左跑道之滑行道中心線燈、05右

和05左跑道燈光結構差異等辨明飛機所處位

置，且由目視輔助系統(Para-Visual Display，

PVD)亦能顯示飛機機頭未對正起飛跑道（05 

左）之左右定位台，但飛行員因趕在颱風進

襲前起飛之時間壓力，及強風、低能見度與

溼滑跑道等環境情況，均潛在成為影響飛航

組員下達錯誤決策和降低狀況警覺之負面因

素，終致誤滑行進入維修中之05右跑道起飛

而肇致事故。

若將新航事故以HFACS進行分析與歸

類，可歸納出數個屬第一層級之「決策錯

誤」的人為因素，如進入錯誤的跑道、忽略

PVD未正常運作之訊息及採用30浬／時之

側風限制標準（採用濕滑跑道而非積水跑道

之標準）而決定繼續起飛；而由調查報告中

之分析，得知飛航組員滑行進入錯誤的跑道

並起飛的「決策錯誤」，為直接受到事故當

晚颱風進襲前的惡劣天氣及所形成的起飛時

間壓力、又滑進錯誤跑道時注意力僅著重在

滑行道中心線燈上，另事故當時機場之標誌

及燈光設置等等，均屬第二層級之「自然的

環境」、「不佳的心智狀態」及「組員資源

管理」影響第一層級之因素；而第二層級之

「不佳的心智狀態」及「組員資源管理」，

又受到屬第三層級「不充分的督導」及第四

層級「組織運作」所影響，內容包括該公司

所提供之程序、規定、訓練、考核與督導

等。

而就屬第一層級「決策錯誤」的「忽

略PVD未正常運作訊息」，發現直接影響因

素者為該公司之文件，因文件內容未能反映

星國民航局核准之波音747-400飛航手冊有

關如何正確使用PVD確認跑道之規定及使用

程序，以提供飛行員在低能見度之狀況下以

PVD確認航機由正確位置起飛，且調查顯

示，該公司亦未提供飛行員有關PVD運作失

效時之處理程序、訓練與督導等，此即為層

級四－「組織運作」及層級三－「不充分的

督導」等變項，直接跳過層級二，而直接影

響層級一的實例。因此，由SQ-006的實際案

例顯示，層級一中之變項可能直接受到層級

二變項的影響，但亦可能跳過層級二或三，

直接受到來自層級三或層級四的影響。此一

發現期能提供飛安管理及調查單位不同面向

的思考，以做為擬訂飛安失事預防策略之參

考。

三、HFACS上階層人為因素對決策錯誤的間

接影響效果

從表三研究結果發現，層級四「組織運

作、組織氣候、資源管理」及層級三「違規

的督導、未計劃周詳之飛行任務、不充分的

督導」等六個變項，對層級一「決策錯誤」

可能存有中介的間接影響效果，如圖一虛線

箭頭所示。

所謂中介效果（Mediation Effects）是

指「若自變項對依變項有影響效果，而此效

果是透過另一個變項所影響，則此變項即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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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變項，通常用以解釋自變項是經由什麼

歷程影響了依變項」，其檢測方式為：(1)

自變項(IV)對依變項(DV)有顯著影響效果；

(2)單看中介變項(MV)和依變項時，中介變

項的影響效果顯著；(3)單獨看自變項和中介

變項時，自變項也會顯著影響此中介變項；

(4)同時看自變項和中介變項影響依變項時，

自變項的效果會減弱或變為不顯著(Baron & 

Kenny, 1986)。就上述檢測方式，以層級四

組織運作、層級二組員資源管理及層級一決

策錯誤等三個變項為例，層級四組織運作

（IV）對層級一決策錯誤(DV)有顯著的影響

效果(τ=.13，P=.021)，層級二組員資源管理

(MV)對層級一決策錯誤(DV)同樣有顯著影響

效果(τ=.51，P=.000)，層級四組織運作(IV)

對層級二組員資源管理(MV)也同樣有顯著效

果(τ=.10，P=.047)，但同時若以層級四組織

運作（IV）和層級二組員資源管理（MV）

對層級一決策錯誤 ( D V )的影響效果時，

Goodman & Kruskal 所提出的τ係數則無法

同時呈現兩個變項對依變項的影響效果，由

於是項統計方法的限制（資料屬性為類別變

項），如改以羅吉斯迴歸(logistic regression)

統計方法，同時置入層級四組織運作(IV)和

層級二組員資源管理(MV)，不論層級四組織

運作的效果量是否降低（部分中介效果）或

變為不顯著（完全中介效果），「層級四組

織運作」透過「層級二組員資源管理」影響

「層級一決策錯誤」的間接影響效果將有可

能被證實，但囿於篇幅及統計方法的限制，

有關HFACS上階層人為因素對決策錯誤間接

影響效果的實徵資料，目前尚無法做完整的

呈現，期使本研究後續深入探討，以補足間

接影響效果的實徵證據，做為未來HFACS理

論修正與發展的參據。

四、HFACS的信度與變異來源

信度（reliability）是所有評量工具中最

重要的必要條件，也就是評量工具所得分數

之個別差異可以歸因於所測量之特徵「真實

差異」及「隨機誤差」的程度，所以瞭解信

度的關鍵在於「誤差變異」的界定，任何與

研究目的無關的條件都代表誤差變異(李倫

文等, 2008)；Li與Harris(2008)針對HFACS信

度進行一系列相關研究，包括採用評分者信

度方式（inter-rater reliability），以多人評量

及專家評量等不同方法，從誤差變異來源觀

點瞭解HFACS可靠、一致性的程度。其研究

結果顯示，不論多人評量或專家評量研究，

spearman ρ係數分別為.866、.846及.902，

p<.000，Cohen's Kappa值均介於.310至.610之

間，p<.05（僅在專家評量HFACS十八個子項

目間信度估計），顯示兩種不同評量方法均

具有良好的評分者信度。但進一步分析後，

發現兩種不同評量方法的信度誤差變異來源

不同及HFACS「整體理論架構」與「子項目

對子項目間」信度內涵顯有差異。

根據Li與Harris對採用多人評量研究評

分者信度內涵(2008)，是以spearman ρ係數

表示多位受試者依不同團體屬性區分（例如

「飛行員與非飛行員」、「軍航組織與民航

組織」等），評量單一飛安事件人為失誤因

素被歸類於HFACS十八個子項目中次數多寡

的ㄧ致性，亦即依受試者反應次數多寡，將

HFACS十八個子項目轉換成次序變項（次





空軍學術雙月刊第620期

14



數最高者為1、次高者為2...以此類推），計

算不同團體屬性間的次序ㄧ致性，其信度內

涵僅能反應出不同團體屬性中的受試者對

HFACS整體理論架構的ㄧ致性，無法進ㄧ步

分析「子項目與子項目間」的評分者信度，

其原因受限於多人評量研究樣本無法採取配

對方式進行研究，主要是研究方法的限制及

樣本屬性的問題（李倫文等, 2008）。

而本研究運用專家評量之評分者信度內

涵，雖同樣以spearman ρ係數表示不同專家

評量對HFACS整體理論架構次序反應的一

致性，但由於分析的樣本是41筆飛安事件，

這些事件在HFACS十八個子項目中次數反

應的多寡，並無法完全顯示兩位專家在每一

個飛安事件中都有相同的歸類，此一結果與

Wiegmann 與Shappell(2001)研究類似，該研

究是以美國1990年2月至1996年12月計119件

飛安事件為研究對象，共計有319個飛安人為

因素透過兩位專家被歸類於HFACS架構中，

其評分者信度Cohen's Kappa值.71，該數值同

樣是對HFACS整體理論架構次序反應的一致

性，惟仍無法顯示兩位專家在每一個飛安事

件人為因素中都有相同的歸類；因此，在專

家評量研究中，即使次序一致性的信度係數

高，且達顯著水準，但HFACS整體理論架構

的信度內涵仍將受到質疑。

另外，進一步個別分析H FA C S十八

個子項目在兩位專家間的評分者信度，

Cohen's Kappa值多數均介於.310至.610之間

（p<.05），此一分析方法是在每一個飛安

事件中，由兩位專家分別對HFACS十八個子

項目是否有相同的歸類為依據，而非前述計

算所有飛安事件在HFACS十八個子項目中反

應次數多寡的ㄧ致性，也就是兩位專家在每

個飛安事件中對人為因素歸類的相同程度愈

高，其信度係數就愈高，表示兩位專家在每

一個子項目間的評量一致性就愈高，此一方

法所得結果，相較於HFACS整體理論架構的

信度係數，可以進一步獲知兩位專家在子項

目間對飛安事件人為因素歸類的一致性。

綜合上述分析，不同評量方法其計算信

度的量尺及所代表的內涵亦有不同；在多人

評量研究上，僅能將所有受試者的做答反應

轉換成順序量尺，所得的信度內涵僅能說明

不同團體屬性中的受試者對HFACS整體理論

架構的ㄧ致性；另外，在專家評量研究上，

可將41筆飛安事件被歸類的資料同時轉換成

順序及類別量尺，並分別求取出HFACS整體

理論架構的次序ㄧ致性及18個子項目間個別

的信度係數，在上述不同評量方法的信度分

析中，除前述專家評量方法對HFACS整體

理論架構ㄧ致性的信度恐遭質疑外，惟運用

HFACS分析飛安事件的信度結果是可以被接

受的。

結　　論

「人為因素分析與歸類系統」理論的

發展，迄今已有將近二十年的歷史，該理論

模型也經過多次的修訂漸臻於完善，雖然

近年來歐美國家已有許多航空心理學家發

展出「人為因素」分析的架構、分類學與分

析策略(Diehl, 1989; Hunter & Baker, 2000；

Wiegmann & Shappell, 2003)，但目前仍以

HFACS為當前分析飛安事件之原因與研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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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事預防策略的主流，且已有多位學者證實

HFACS是做為飛安事故調查的一項可靠及有

效工具（Li & Harris, 2005）。透過HFACS不

同評量方法的信度檢驗，結果亦能有效支持

該理論的建構，顯見HFACS在分析飛安事件

中具有一致、可靠及穩定的特性，然而，當

運用不同評量方法進行研究時，研究者應深

入瞭解不同評量方法的樣本屬性、誤差變異

來源及信度內涵，方能提高飛安失事調查的

可靠性與正確性。因此，本研究運用HFACS

理論探討影響飛行決策的人為因素，研究結

果再度證實飛行決策錯誤是造成航空意外的

重要因素，且更進一步的發現HFACS各層級

變項對層級一「決策錯誤」具有跨層級的直

接影響效果及可能的間接影響效果，此一發

現除可提供相關飛安管理與訓練單位，做為

飛行員決策訓練與研擬預防飛安策略之參考

外，對未來HFACS理論模式的修訂，將更具

研究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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